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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中国金融排斥困境及其
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中国 2
 

574 个县(市)数据的空间分析

康继军1,杨琰军1,傅蕴英1,周雁南2

(1. 重庆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2.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0)

摘要:文章以中国 2
 

574 个县(市)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刻画我国县域金融排斥的空间分

布特征,量化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研究发现:金融排斥在地理分布上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

系,即不仅对本县(市)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还对其他县(市)有显著的负溢出效应;东部地

区金融排斥的空间分布以低—低集聚和低—高集聚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则以低—高集聚为主,其中,中

部地区形成了以高金融排斥集聚区包围多经济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而西部地区则呈现出大片高金融

排斥集聚区包围单经济中心的空间格局;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干预限制了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使
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长期陷入金融排斥的不利境地。 研究不仅为普惠金融战略的精准实施提供

了大样本的直观证据,还以典型地区为样本,深入分析了金融排斥的地区分布特征以及对地区经济的影

响,为制定针对性更强的应对措施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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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的概念最早由 Leyshon 和 Thrift 在 1993 年提出,他们研究银行竞

争行为时发现,部分金融机构出于降低成本和增加收益的考虑,关闭了偏远地区或相对贫穷地区的

分支机构,产生了几乎没有金融服务的特别社区,导致社会弱势群体无法获得金融服务,并将这一

过程定义为金融排斥[1] 。 金融排斥只是社会排斥的一个子集,未能获得金融服务的群体也常常无

法获得其他的社会供给,进而使被排斥的群体长期锁定在难以改变的困境之中,由此加剧了不同人

群的对立,对经济社会的稳定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2] 。
已有研究发现,金融排斥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3] 、收入水平[4] 呈负向变动关系,且在经济欠发

达地区,由于金融资源更加稀缺,金融排斥的程度可能更高。 Pal 和 Pal 研究了印度的金融排斥后发

现,收入不平等与财富过度集中是造成印度金融排斥最主要的原因[5] 。 整体看,我国金融排斥呈现

东部低、中西部高的特征[6] 。 地区间金融排斥水平的差异不仅与地区收入水平、人口年龄、就业水

平相关[7] ,还与改革开放初期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战略、1998 年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和金

融市场的结构特征密切相关[8] ,具有明显的“转轨经济特征” [9] 。 具体到更微观的县域层面,金融排

斥呈现出
 

“机制缺乏指向”“区域禀赋指向”以及“农业产业链前端受金融排斥加重”的三大特征,制
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10] 。 鉴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的特征,学者们还着重对我国农村的金融排斥进

行了深入研究。 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看,农村金融排斥与当地就业水平[11] 、收入水平[12] 、人口规

模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模[13] 、地方政府支农力度和乡镇企业增加值增长[14] 呈负向变动关系。
分地区看,中西部地区农村的金融排斥比东部的农村更加严重[15] 。 分项目看,银行排斥和保险排斥

在中部地区的农村最为严重,而互联网金融排斥则在西部地区的农村普遍存在[16] 。 除此之外,朱
超、宁恩祺发现即便是在金融发达的北京市,老年人口被金融排斥的现象还是较为普遍[17] 。 李涛等

发现家庭资产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高能降低个人被排斥的概率[18] 。 为了缓解当前我国较为严

重的金融排斥,学者们从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19] 、发展地区间贸易[20] 、促进金融业整体发展和实

现地区经济增长[21]等方面论证了普惠金融的重要作用,并从宏观层面提出通过财政政策支持、省级

政府间合作、推进城镇化、加强金融知识的传播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等措施实现普惠金融战略的政

策建议[16] 。
综上所述,虽然以上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还存在以下的不足:第一,已有研究对金融排斥

与地区经济发展关系的讨论很少,尤其是深入到县域层面的研究几乎没有。 一般而言,探索空间因

素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尺度过于宏观则会忽视内部差异,降低了研究的可信度[22] 。 第二,现有文

献主要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忽视了空间相关性的影响,可能造成模型估计或参数检验的偏误。
第三,已有文献认为我国金融排斥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提出的应对之策却

是通过政府干预调节“市场失灵”,忽视了各级政府行为对金融排斥形成的作用。 造成这一问题的

根本原因是,已有研究对我国金融排斥演进过程中各级政府发挥的作用认识不够深刻,由此导致在

应对金融排斥的过程中对于各级政府角色的定位和职责的划分不够明晰。
鉴于此,本文以 2

 

574 个县(市)为样本,借鉴华莹[23] 的评价指标体系,测算我国县域金融排斥

指数,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刻画我国县域金融排斥的空间分布特征,实证检验金融排斥对地区经

济发展的影响,并以代表性省份为样本,深入分析金融排斥的不同分布特征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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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进而为我国实现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可靠的政策支持。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

贡献可能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聚焦于更小的县域空间,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刻画了我国县域金融

排斥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不同地区之间金融排斥的空间联系,并检验金融排斥对我国县域经济发

展的影响。 第二,以金融排斥空间分布的典型省域为代表,分析金融排斥不同分布特征对县域经济

发展的影响。 第三,在明确市场和政府两个主体职责和作用特点的基础上,根据省(市)金融排斥的

空间分布特点提出了针对性较强的应对措施。

二、县域金融排斥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一)中国县域金融排斥程度的度量

目前,评价县域金融排斥的文献主要借鉴田杰和陶建平[12] 、华莹[23] 的做法,由于华莹[23] 建立

的指标体系相对更加全面,所以本文借鉴这一指标体系测度我国县域金融排斥程度。
本文中宏观经济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市)社会统计年鉴》和国研网,金融相关的数据来源于中

国银监会网站(www. cbrc. gov. cn)。 由于银监会网站在 2010 年之后不再更新最新年度数据,所以最

新的数据只到 2010 年。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还使用 2005—2017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做

了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样本为 30 个省份的 2
 

574 个县(市),涵盖了目前我国 2
 

877 个县(市)中的

大部分县市级辖区,可以全面地刻画我国县域的金融排斥现状①。 由于数据众多,在此仅列出全国

以及东、中、西部县域金融排斥指数的平均值②。 各地金融排斥指数均值的变化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区域金融排斥指数均值

年份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2006 82. 18 74. 97 86. 17 86. 14

2007 82. 26 75. 01 86. 30 86. 22

2008 82. 34 74. 92 86. 40 86. 44

2009 82. 23 74. 77 86. 34 86. 33

2010 82. 12 74. 56 86. 30 86. 26

　 　 表 1 显示,虽然我国整体的金融排斥程度在 2006—2010 年间变化不大,但不同地区存在明显的

差异。 首先,东部地区金融排斥程度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却很

小;其次,东部地区金融排斥程度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金融排斥程度都呈现

缓慢上升的态势;最后,东部地区金融排斥程度的下降和中西部地区金融排斥程度的上升进一步扩

大了地区间的差距。
(二)中国县域金融排斥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以上的描述统计只能从整体上反映金融排斥变化的特征,无法更加具体地呈现我国各个地区

64

①

②

统计资料显示,截至 2017 年,我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单位 2
 

877 个,其中市辖区 980 个、县级市 366 个、县 1
 

372 个、自治县 117 个、旗 49
个、自治旗 3 个、特区 1 个、林区 1 个。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说明,我国东、中、西部的划分只是政策上的划分,并不是按行政区域或地理概念来分的。 其中,东部是指

最早实行沿海开放政策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中部是指经济次发达地区,而西部则是指经济欠发达地区。 根据该说明且考虑到

本文的研究需要,本文中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11 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

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8 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
疆和广西 12 个省(市、自治区)。 本文的样本中剔除了西藏的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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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排斥的空间分布特征。 为了深入研究我国金融排斥的空间分布特征和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
就需要对县域金融排斥指数做空间自相关检验。 目前,空间相关性检验主要有两种,分别是全局空

间自相关(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和局域空间自相关(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检验。 一般来

讲,首先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判断整个区域中金融排斥的集聚状况,然后再进行局域空间自相

关检验。 空间自相关测度的指标是 Moran’s
 

I 指数,该指数的取值区间为[ -
 

1,1],大于 0 表明存在

正相关,小于 0 为不相关,数值越接近 1,相关性越强。
1. 全局自相关检验

全局 Moran’s
 

I
 

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I =
N􀰐

N

i = 1
􀰐

N

j = 1
wi,j(xi - x)

􀰐
N

i = 1
􀰐

N

j = 1
wi,j􀰐

N

i = 1
(xi - x)

(1)

其中, N 为区域的数量,x 为观测变量,w 表示空间权重矩阵。 为了计算全局 Moran’s
 

I 指数,首
先需要构建样本之间的空间权重矩阵。 空间权重矩阵表征了样本个体间某些地理或经济属性值之

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常用的空间权重矩阵包括二元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的倒数以及倒数的整数次

幂矩阵和负指数矩阵等。 本文认为,由于金融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和不同地方政府间存在学习和模

仿的倾向,所以金融排斥的空间效应具有全局性,即一个地区的金融排斥不仅对相邻地区产生影

响,还会对其他不相邻地区产生影响,但距离的增大会减弱影响的力度。 因此,本文使用县域地理

重心间距离的倒数平方构造空间权重矩阵,具体为式(2) 所示。

wi,j =
1
d2
i,j

,i ≠ j

0,i = j

ì

î

í

ï
ï

ïï

(2)

其中, d2
i,j 表示第 i 个县和第 j 个县之间的地理重心距离,各县域地理重心数据来源于谷歌地图

(Google
 

Maps),Moran’s
 

I 指数检验中使用本文计算得出的金融排斥指数。 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2006—2010 年中国县域金融排斥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
 

年份 Moran’s
 

I z 值 伴随概率 p

2006 0. 391 44. 886 0. 000

2007 0. 402 46. 179 0. 000

2008 0. 396 45. 825 0. 000

2009 0. 444 51. 035 0. 000

2010 0. 493 49. 945 0. 000

　 　 表 2 显示,我国县域金融排斥的全局
 

Moran’ s
 

I 指数各年均为正,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在

 

2006—2010
 

年期间,我国县域金融排斥存在着空间相关性。 另外,Moran’ s
 

I 指数有逐渐上

升趋势,说明县域间金融排斥的相关关系有逐渐增强的趋势。
2. 局部空间相关性检验

通过全局 Moran’s
 

I 指数虽然可以从整体层面判定我国县域金融排斥确实存在空间相关性,但
却无法进一步考察不同县域金融排斥的空间关联模式,而 Anselin[24] 提出了一个局部

 

Moran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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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Moran
 

index),用来检验局部县域是否存在相似或相异观察值集聚的特征。 为了更加直观地

展示县域金融排斥的特征,本文将计算结果绘制在 Moran 散点图中,其中:第一象限高—高集聚

(High-High)表示金融排斥程度高的县(市)被金融排斥程度高的县(市)包围;第二象限低—高集

聚(Low-High)表示金融排斥程度低的县(市)被金融排斥程度高的县(市)包围;第三象限低—低集

聚(Low-Low)表示金融排斥程度低的县(市)被金融排斥程度低的县(市)包围;第四象限高—低集

聚(High-Low)表示金融排斥程度高的县(市)被金融排斥程度低的县(市)包围。 通过 Moran 散点

图能够直观地看出各个县(市)的金融排斥属于哪一种集聚类型③。
鉴于篇幅,本文在此仅列出 2010 年全国县域金融排斥的局部 Moran 散点图(图 1)。 可以看出,

我国县域的 Moran 指数大多数位于散点图中的第一和第三象限,其中第一象限明显多于第三象限,
整体形成了以高—高集聚为主和少量低—低集聚的空间分布格局。

图 1　 2010 年县域金融排斥的局部 Moran 散点图

(三)代表性省(市)金融排斥的空间相关性

为了揭示省(市) 内部县域之间金融排斥的空间相互关系,本文测算了分省 ( 市) 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并选取了东、中、西部地区全局 Moran’s
 

I
 

指数变化和空间分布特征较为明显的浙江

省、湖北省、四川省进行展示(如表 3)。 其中,浙江代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湖北代表经济次

发达的中部地区,四川代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 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三者之间的差异,本文绘

制了 3 个省份金融排斥的局部 Moran 散点图④,如图 2 所示。
表 3　 2006—2010 年代表性省(市)内部金融排斥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

年份 浙江 湖北 四川

2006 0. 162∗∗∗ 0. 201∗ 0. 372∗∗∗

2007 0. 164∗∗∗ 0. 218∗∗∗ 0. 451∗∗∗

2008 0. 167∗∗∗ 0. 252∗∗ 0. 456∗∗∗

2009 0. 168∗∗∗ 0. 258∗ 0. 666∗∗∗

2010 0. 159∗∗∗ 0. 243∗ 0. 548∗∗∗

　 　 　 　 注:上标∗∗∗、∗∗和∗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以下同。

为了方便比较 3 个代表省份金融排斥的空间分布特征,本文将表 3 和图 2 的结果合起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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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为了能直观地展示区域间金融排斥集聚的演变特征,应该将 2006—2010 年每年的局部 Moran 散点图画出,但由于观察期间区域间金融

排斥集聚变化并不大,本文只列出了 2010 年的局部 Moran 散点图。
本文中区县的编号引用各省统计年鉴中县(市、区)概况中的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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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3 个省份金融排斥的空间特征存在显著差异。 浙江省和四川省内部的金融排斥都表现出了

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四川省金融排斥的空间集聚程度大于浙江省,而湖北省的空间相关性很弱。
分地区看,金融排斥程度较低的浙江仍有一半的县(市)处于高—高集聚状态,其余县(市)在低—高

集聚、低—低集聚和高—低集聚三种类型中均分;四川省除了成都市辖区处于低—低集聚之外,其
他多数的县域都处于高度的金融排斥集聚状态,呈现出金融排斥水平低的中心地区被大片金融排

斥程度高的地区完全包围的格局;湖北省金融排斥的集聚程度低于四川省,但却高于浙江省,除了

落在散点图中第一象限的大部分县(市)之外,剩余县(市)几乎均匀地分布在其他三个象限中离坐

标原点较远的区域。
3 个代表性省份金融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是自然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干预综合作用

的结果。 浙江省地处东部沿海,是我国改革开放较早、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省份之一,辖区内除了

杭州集聚了大量金融资源之外,周边还有宁波、温州、金华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次级中心城市,并
且由于各次级中心城市间地理距离较近和产业耦合度较高,形成了联系紧密的多中心空间溢出网

络。 中心城市和次级中心城市的金融资源通过溢出网络向周边县(市)辐射,降低周边地区金融排

斥的同时也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 四川省金融排斥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其地形特点密切相关。 四川

处于青藏高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带,除成都平原之外,其他地区的地貌多数以山地为主,不
利于生产活动的开展,所以经济资源主要向平原地区的中心城市及其周边集聚,经济活动和资源形

成了单中心集聚的空间分布格局。 湖北省金融排斥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其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基本

一致,可简单概括为“一主两副、三箭齐发”的空间格局:“一主”是指以武汉为主要经济中心,“两

副”是指以宜昌和襄阳为两个副中心,三个城市分别位于湖北省的东、西、北三个不同地区的中心地

带,将整个省域均分成三个城市圈及周边县(市),但由于除武汉以外的两个中心城市经济规模较

小,溢出效应很弱,无法与武汉形成协同效应,导致湖北省金融排斥程度整体处于较高水平⑤。

图 2　 2010 年代表性省(市)内部金融排斥的局部 Moran 散点图

以上 3 个地区大致代表了目前我国省(市)内部三种不同金融排斥空间集聚的形态。 第一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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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2010 年湖北省 GDP 超过千亿元的城市只有三个,分别是中心城市武汉,次级中心城市宜昌和襄阳,三个城市依次分别占全省 GDP 的比

重为 34. 9%、9. 78%和 9. 73%,呈现“主”强“副”弱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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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这类省(市)区的内部发展相对均衡,金融排斥的整体水平不高,虽然

辖区内的部分县(市)金融排斥程度较高,但多数县(市)位于金融排斥程度较低地区的周边,各级中

心城市之间通过金融资源的外溢效应形成了多层次、有序的空间外溢网络,有利于中心城市金融资

源向周边城市溢出,促进了周边城市经济的发展。 第二种位于西部欠发达地区,这类省(市)内往往

会有一个绝对的中心城市,除了中心城市的金融排斥水平较低之外,其余县(市)的金融排斥都处于

较高水平,导致整个省(市)呈现大片高金融排斥集聚区包围单中心城市的空间格局,造成金融资源

的外溢网络处于中断状态,使得中心城市金融资源的外溢效应很弱。 第三种位于中部欠发达地区,
这类地区的金融排斥程度整体较高,呈现高金融排斥集聚区包围多个经济中心城市的空间格局。
虽然每个经济中心城市对周边县(市)存在一定的溢出效应,但由于中心城市金融资源的集聚规模

有限,无法对周边地区形成很强的溢出效应。

三、金融排斥与县域经济发展的例证

(一)空间模型简介

上文已经证明了我国金融排斥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所以采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金融排斥

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合理的。 目前,基本空间计量模型有空间滞后模型( Spatial
 

Lag
 

Model,
SLM),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 在空

间计量模型选择上,我们参考了 Elhorst[25]
 

“一般到具体”的建模思路。 首先建立更为一般的空间杜

宾模型(如式(3)所示),然后通过 Wald 检验和 LR 检验判断是否选择空间滞后模型或者空间误差

模型;如果这两种检验都最终指向采用空间滞后模型或者空间误差模型,则被选择的模型可以很好

地拟合数据,反之则使用空间杜宾模型。 本文的基本空间计量模型如式(3)所示。

Yit = α + ρ􀰐
n

j = 1
WijYit + β TX it + θ􀰐

n

j = 1
WijX it + μ it,　 μ it = λ􀰐

n

j = 1
Wijμ jt + ε it (3)

上式中,X it 表示第 t 年的自变量,W 为权重矩阵,Y 为因变量,μit 为随机干扰项。 由于存在空间

相关性,无法满足 OLS 的基本假设,所以传统的估计方法失效。 根据 Lee 和 Yu[26]的建议,应当使用

极大似然法进行模型估计。 另外,由于空间滞后项的存在,回归估计的参数并不能有效反映自变量

对因变量的影响,只能通过偏微分矩阵来计算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二)基本计量模型及变量选择

本文对于变量的选择建立在经典生产函数和经济增长理论综合考虑的基础之上。 由于柯布道

格拉斯生产函数(简称 CD 生产函数)形式简洁和经济特性良好,所以本文实证模型在 CD 函数基础

上进行拓展[27-28] 。 同时,新近的增长理论认为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可以有效解决市场外部性问题,进
而影响经济发展。 除此之外,已有实证研究证实,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

作用[29] 。 为此,本文将政府行为和产业结构变动也纳入模型之中,分析金融排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

关系。 本文的实证模型具体如式(4)所示。

lngdppit = α + β 1 lnexcl it + β 2 lnkit + β 3 lnl it + β 4 isit + β 5govit + ρ􀰐
n

j = 1
Wijlngdppit +

δ 1􀰐
n

j = 1
Wijlnexcl it + δ 2􀰐

n

j = 1
Wijlnkit + δ 3􀰐

n

j = 1
Wijlnl it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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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4􀰐
n

j = 1
Wijisit + δ 5􀰐

n

j = 1
Wijgovit + μ it (4)

其中,各变量下标 it 表示第 i 个县(市)第 t 年的变量数值。 lngdpp 为各县(市)人均实际 GDP
的对数值。 lnexcl 为县(市)金融排斥指数的对数值。 lnk 为各县(市)的资本投入的对数值。 单豪

杰[30]认为,使用增长模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选择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要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更

为合理,但落实到县域会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除了福建省提供了 2007 年核算县域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的数据外,其他省(市)几乎没有核算县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基础数据。 第二,使用单豪杰的方

法推算县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时,发现部分年份的资本存量为负值,证明以上方法并不可行[31] 。 第

三,由于当前投资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驱动力,且在双对数模型中,采用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正好可以反映其对县域经济发展在水平层面的影响[32] 。 所以,本文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使用省域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县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县域资本存量的代理变

量[33] 。 lnl 反映县域劳动投入。 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使用年平均从业人员数的对数⑥。 is 反

映县域产业结构变化。 产业结构升级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33] 。 考虑到县域经济中第二

产业的重要性,本文使用第二产业增加值与 GDP 之比作为产业结构变化的代理变量。 gov 反映政

府行为。 本文借鉴范子英和张军[34]的做法,使用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作为衡量政府干预经济程

度的代理变量。
(三)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Wald 空间滞后和 LR 空间滞后的检验结果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即模型不会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 同时,Wald 空间误差检验和 LR 空间误差检验结果也均在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也不会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 因此,选择空间杜宾模型更为合

理。 另外,尽管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流行,但对于固定效应模型是否为合适的模型设定

目前仍然没有确定的答案,为此本文分别对具有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和具有随机效应的空间

杜宾模型进行 Hausman 检验。 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不能拒绝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且随机效

应模型的 R2 和对数似然值(log
 

likelihood)也优于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本文选用随机效应模型的估

计结果进行解释。
 

表 4 的回归结果中,所有空间项的系数均显著,说明县域经济的发展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由于

SDM 模型的回归系数并不能直接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必须计算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

和总效应才能确定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 为此,本文分别计算了以上的三种效应(表 5 所

示)。 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间接效应在 1%显著水平上显著,其中,金融排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

应都为负,即金融排斥对本县域以及周边县域的经济发展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间接效应为负的

可能原因有两个:第一,距离相近的区域往往具有相似的资源禀赋,且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金融资

源的流动往往表现出很高的相似性,进而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具有一致性;第二,当前我国国

有商业银行主要施行的是省(市)级分行经营管理模式。 在此模式下,各个省(市)级分行在经营业

绩方面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所以省(市)分行出于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而推动的金融排斥行

为很快就会被其他省(市)分行学习和模仿,由此在县域间产生负的间接效应。

15

⑥县域年末从业人员数等于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加年末农村从业人员数,年平均从业人数等于年初从业人员数(上年年末从业人员数)
和本年年末从业人员数的简单算术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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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全国样本的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具有固定效应的杜宾模型 具有随机效应的杜宾模型

lnexcl 0. 830
 

9∗∗∗ -2. 654
 

7∗∗∗

lnk 0. 054
 

0∗∗∗ 0. 166
 

7∗∗∗

lnl 0. 068
 

1 0. 768
 

9∗∗∗

is 1. 160
 

5∗∗∗ 1. 521
 

8∗∗∗

gov -0. 005
 

2∗∗∗ 0. 005
 

2∗∗∗

W×lnexcl -2. 517
 

9∗∗∗ -1. 017
 

1∗∗∗

W×lnk 0. 216
 

2∗∗∗ 0. 091
 

6∗∗∗

W×lnl 0. 721
 

9∗∗∗ -0. 406
 

6∗∗∗

W×is 0. 048
 

3 -0. 368
 

2∗∗∗

W×gov 0. 003
 

5∗∗∗ 0. 004
 

0∗∗∗

W×lnY 0. 353
 

7∗∗∗ 0. 417
 

4∗∗∗

teta 0. 258
 

4∗∗∗

R2 0. 888
 

2 0. 961
 

5

log
 

likelihood -205. 964
 

1 -101. 907
 

5

Wald 空间滞后检验 38. 521
 

5∗∗∗ 4
 

684∗∗∗

LR 空间滞后检验 47. 948
 

4∗∗∗

Wald 空间误差检验 58. 159
 

1∗∗∗ 　 567∗∗∗

LR 空间误差检验 64. 521
 

4∗∗∗

Hausman 检验 4. 062
 

2

　 　 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对县域经济发展均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即资本投入( lnk)、劳动力投入

(lnl)、产业结构(is)和政府干预(gov)均显著地促进了本县域的经济发展。 同时,资本投入( lnk)和

产业结构(is)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 其中,地方政府干预的间接效应虽然统计意义上显著,但经济

意义却不显著(参数估计值为 0. 005
 

2)。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劳动力投入(lnl)的间接效应为负,说明

一个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周边县域产生了负的溢出效应,不利于周边县域经济的发展。
可能的解释是我国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地区间由于较高的产业同构水平导致在发展劳动

密集型产业过程中存在着很强的竞争关系。
(四)典型代表省(市)的实证检验

鉴于我国地区之间在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在考察完全

国县域样本之后,有必要聚焦于典型省(市)内部分析金融排斥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受篇幅所

限,本文还是选择上文 3 个代表性省区作为研究对象,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还是按照全国样本的步

骤进行,Wald 空间滞后、LR 空间滞后、Wald 空间误差和 LR 空间误差检验结果显示还是选择空间杜

宾模型,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选择具有随机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 因此,本文仅报告各地区具有

随机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 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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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全国样本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变量 具有固定效应的杜宾模型 具有随机效应的杜宾模型

直接效应

lnexcl 　 0. 714
 

1∗∗∗ -2. 802
 

7∗∗∗

lnk 0. 067
 

1∗∗∗ 0. 177
 

9∗∗∗

lnl 0. 110
 

7∗ 0. 763
 

7∗∗∗

is 1. 184
 

5∗∗∗ 1. 538
 

5∗∗∗

gov -0. 005
 

1∗∗∗ 0. 005
 

1∗∗∗

间接效应

lnexcl -3. 148
 

1∗∗∗ -3. 627
 

1∗∗∗

lnk 0. 352
 

1∗∗∗ 0. 266
 

1∗∗∗

lnl 1. 094
 

1∗∗∗ -0. 141
 

6∗∗∗

is 0. 673
 

2∗∗∗ 0. 430
 

9∗∗∗

gov 0. 002
 

5∗∗∗ 0. 003
 

1∗∗∗

总效应

lnexcl -2. 433
 

9∗∗∗ -6. 429
 

8∗∗∗

lnk 0. 419
 

1∗∗∗ 0. 443
 

9∗∗∗

lnl 1. 204
 

9∗∗∗ 0. 622
 

1∗∗∗

is 1. 857
 

7∗∗∗ 1. 969
 

4∗∗∗

gov -0. 002
 

7∗∗∗ 0. 008
 

2∗∗

表 6　 代表性省(市)份的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四川 湖北 浙江

lnexcl -2. 552
 

4∗∗ -3. 632
 

1∗ -0. 709
 

4∗

lnk 0. 114
 

2∗∗∗ 0. 414
 

2∗∗∗ 0. 218
 

1∗∗∗

lnl 0. 908
 

4∗∗∗ 0. 543
 

1∗∗∗ 0. 755
 

9∗∗∗

is 0. 283
 

18∗∗∗ 0. 918
 

1∗∗∗ 6. 100
 

2∗∗∗

gov 0. 146
 

8∗∗∗ -0. 388
 

1∗∗∗ -0. 004
 

6∗∗∗

W×lnexcl -0. 600
 

5 -7. 681
 

7 -6. 317
 

1∗∗∗

W×lnk 0. 061
 

7∗ -0. 003
 

2 0. 242
 

3∗∗∗

W×lnl -0. 445
 

4∗∗∗ -0. 030
 

3 -0. 503
 

7∗∗∗

W×is -0. 744
 

9∗∗ -0. 397
 

6 -1. 747
 

6∗

W×gov 0. 189
 

4∗∗∗ 0. 013
 

8 0. 000
 

4∗

W×lnY 0. 406
 

1∗∗∗ 0. 259
 

3∗∗∗ 0. 250
 

1∗∗∗

R2 0. 924
 

5 0. 898
 

9 0. 950
 

5
log

 

likelihood -205. 964
 

1 8. 826
 

7 146. 651
 

7
Hausman 检验 4. 400

 

0 10. 760
 

0 16. 670
 

0

直接效应

lnexcl -2. 667
 

1∗∗∗ -4. 122
 

5∗∗ -0. 965
 

2∗

lnk 0. 123
 

4∗∗∗ 0. 421
 

8∗∗∗ 0. 232
 

6∗∗∗

lnl 0. 904
 

4∗∗∗ 0. 548
 

7∗∗∗ 0. 743
 

4∗∗∗

is 0. 285
 

3∗∗∗ 0. 905
 

3∗∗∗ 6. 080
 

9∗∗∗

gov 0. 135
 

3∗∗∗ -0. 388
 

3∗∗∗ -0. 004
 

6∗∗∗

间接效应

lnexcl -2. 677
 

8∗ -12. 958
 

9∗∗ -8. 991
 

5∗∗∗

lnk 0. 171
 

9∗∗∗ 0. 137
 

1∗∗∗ 0. 367
 

3∗∗∗

lnl -0. 123
 

7 0. 150
 

7 -0. 416
 

6∗

is 0. 062
 

0 -0. 248
 

7 -0. 080
 

4
gov 0. 213

 

5∗∗∗ -0. 108
 

8∗∗∗ -0. 000
 

9∗∗

总效应

lnexcl -5. 344
 

9∗∗ -17. 081
 

4∗∗ -9. 956
 

7∗∗∗

lnk 0. 295
 

3∗∗∗ 0. 559
 

1∗∗∗ 0. 599
 

9∗∗∗

lnl 0. 780
 

6∗∗∗ 0. 699
 

4∗∗∗ 0. 326
 

8
is 0. 347

 

3∗∗∗ 0. 656
 

5 6. 000
 

5∗∗∗

gov 0. 348
 

8∗ -0. 497
 

1∗∗∗ -0. 00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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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显示,3 个代表性省区的县域金融排斥对经济发展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在经济发达的浙

江省影响较弱,而在经济欠发达的湖北省和四川省影响较大。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大部分与全国

一致,只是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略有差异。 其中: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在浙江省最强,

湖北次之,四川最弱;政府干预的直接效应在四川为正,而在其他两个省则为负,即政府干预促进了

四川经济的发展,但制约了浙江省和湖北省经济的发展。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

府通过财政支出解决了发展初期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并通过投资推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但在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由于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干预金融资源配置,降低了金融配置效率,反而不

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 产业结构的间接溢出效应在 3 个省都不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由于中国银监会网站(www. cbrc. gov. cn)不再更新 2010 年以后的数据,以致本文最新的数据也

只到 2010 年。 出于严谨性和时效性的考虑,本文还使用替代性指标和更高层次的数据对本文的研

究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确保本文的研究结论不随时间变化发生很大的变异。 稳健性检验借

鉴朱东波等[35]的省级金融排斥(金融包容性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 2005—2017 年全国各省

(市)金融排斥指数,并使用前文相同的控制变量验证本文的研究结论⑦。 另外,考虑到使用空间计

量模型和 OLS 回归得出的参数符号和显著性不会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本文的稳健性检验选择面

板固定效应模型。 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金融排斥的系数显著为负,即金融排斥不利于地区经济的

发展。 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也没有发生变化,这与本文之前的分析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之前结论

的稳健。
表 7　

 

2005—2017 年分省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固定效应

lnexcl -0. 915
 

2∗∗

lnk 0. 187
 

9∗

lnl 0. 149
 

0∗

is 0. 144
 

0∗

gov -0. 008
 

0

Constant 13. 220
 

0∗∗∗

样本量 390

R2 0. 673
 

0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刻画和分析了我国县域金融排斥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

具有随机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排斥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县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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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稳健性检验选择的样本与前文一致,也是剔除了西藏之后的 30 个省份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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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排斥的空间分布特征差异较大。 因此,对于不同分布特征的地区应该分别制定应对之策。 其中,

经济发达省(市)区的金融排斥空间分布以低—低集聚和低—高集聚为主。 由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市

场化水平较高,微观主体发育较为成熟,省域内的金融资源按照集聚水平的高低形成了多梯度的分

布格局,从而构成了很好的空间外溢网络。 并且由于中心城市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所以政府只需

消除体制障碍,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加快金融资源的流动,就可以最大化地释放中心城市金融集聚

的正向溢出效应,减少周边地区的金融排斥。 经济欠发达的中部省(市)区的金融排斥以低—高集

聚为主,虽然同样也形成了多梯度的空间溢出网络,但由于中心城市的经济规模有限,无法对周边

地区产生强有力的正向溢出效应,短期内很难改变周边地区较高的金融排斥现状。 因此,这些省市

应在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的前提下,一方面通过与发达地区合作或者招商引资做大中心城市的经济

规模;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引导建立跨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增强金融资源集聚区对周边县域的辐射能

力,减少周边不发达县域的金融排斥。 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省(市)除了中心城市之外,其他地区

多数陷入了较高的金融排斥集聚状态,且由于周边金融排斥高集聚区面积较大,仅仅依靠市场力量

很难改变周边地区的困境,所以可以通过政府的强力干预解决,比如政策性金融机构进入这类地区

并提供金融服务,以缓解严重的金融排斥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另外,除市场力量之外,落后农村地区金融排斥的进一步恶化与地方政府对区域内政策性金融

机构的干预有关。 地方政府主导的农村信用社“脱农变异”,使坚守在农村的信用社也从农村边远

地区撤出,恶化了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 所以,为了避免国家政策性金融的“地方化”和“财政化”,

不仅要改革当前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管理体制,加强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监管,还需要完

善当前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体系,减少对地方官员在经济增长方面考核的权重,增加民生发展指标考

核的权重,进而形成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的金融资源普惠化的运行机制,保证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服务不随着市场力量和行政干预发生变异。 最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与区

域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政府干预密切相关,还受本地以及周边县域的影响。 因此,地方政府在

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时要全面分析自身所处的经济发展环境,并综合考虑邻近地区发展战略,

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措施来避免发展方式和产业选择的同构问题,走出一条适合本地区的特色发

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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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2574
 

county
 

data 
 

this
 

paper
 

uses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to
 

distinguish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inancial
 

ex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financial
 

exclusion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it
 

not
 

onl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ne
 

county 
 

but
 

also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other
 

counti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inancial
 

exclusion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is
 

dominated
 

by
 

low-low
 

agglomeration
 

and
 

low-high
 

agglomeration 
 

while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dominated
 

by
 

low-high
 

agglomeration.
 

Among
 

them 
 

the
 

central
 

region
 

has
 

formed
 

a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that
 

surrounds
 

the
 

multi
 

economic
 

center
 

with
 

the
 

high
 

financial
 

exclusion
 

zone 
 

while
 

the
 

western
 

region
 

shows
 

a
 

large
 

area
 

of
 

high
 

financial
 

exclusion
 

zone
 

surrounding
 

the
 

single
 

economic
 

center.
 

The
 

interven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developed
 

regions
 

has
 

restricted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and
 

further
 

aggravated
 

the
 

financial
 

exclusion
 

in
 

rural
 

areas.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intuitionistic
 

evidence
 

for
 

the
 

accurate
 

implementation
 

of
 

inclusive
 

financial
 

strategy 
 

but
 

also
 

takes
 

typical
 

areas
 

as
 

samples 
 

deeply
 

analyzes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inancial
 

exclusion
 

and
 

its
 

impact
 

on
 

regional
 

economy 
 

and
 

provides
 

policy
 

reference
 

for
 

formulating
 

more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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